
文化遗产评价标准小议

如何对待文化遗产，在无产阶级建设自己文化的过程中，

纵非最难、也是很难的一桩事。当年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我

国的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一套蛊惑人心的“左”派理论

和政策，早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无产阶级服膺列宁的这个教

导：“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

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

的文化”。（《青年团的任务》）

列宁这里提出来作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必要条件的两个

“只有”，都是说的同文化遗产的关系：一个是“确切了解”，

一个是“加以改造”。了解和改造，都不免要涉及评价的标

准；这个标准，我们一般是定为“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

的糟粕”这样正反两面。

所谓“民主性”和“封建性”，在此自是一种概括的说

法；它包括有人民性、革命性和保守性、反动性之类的意思。

它告诉我们，只有善于从政治上了解全部文化的属性和作用，

并加以相应的改造，方能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这些，无

疑是我们区别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准。

从文化之作为文化来看，除去这种政治标准以外，是否还



而且是一种认识现象；而它之所以成为社会现象，具

应有一些适合于不同形式文化各自特性的标准，譬如科学性、

真实性、艺术性之类呢？显然应该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文艺批评的标准时，在《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区别香花和毒草时，都说到应该

有这类标准；尽管那里不是指着过去文化、而是针对当代文化

说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形式文化，尤其是作为

社会意识的精神文化，都是人们对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

或是关于他们同自然关系的反映，或是关于他们之间社会关系

的反映。就是说，表现为人类文化的社会意识，不仅是一种社

会现象，

有社会的属性并对社会发生作用，还在于它是认识现象，是一

定的人们对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从它表示着

不同社会地位人们的不同角度或观点来说，从它对于社会起的

作用来说，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而从它对物质生活的反映有

着深度、广度上的不同来看，从它有自己发展变化的历史来

看，却又显示出它作为认识的特点。

社会意识的这样两种特性，有区别又有联系，人们要认识

并掌握它们，并非一件易事。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离开人

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研究社会意识，因而不能了

解社会意识的社会性和阶级性。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纠

正了旧唯物主义的缺点，着重强调了人的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

依赖关系。我们今天许多同志却由此走向另一极端，离开意识

的认识性，离开认识自身的编辑发展，去研究社会意识，只想

到它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不注意社会意识是一种认识，从而带

来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麻烦。



“封建性”见 “民主性”吧；其实它们本身

评定文化遗产只知采用“民主性”和“封建性”的标准，

便是其一。

按事物本性来说，既然任何形式的社会意识，都既是一种

社会现象，也是一种认识现象，那末，它就不仅具有“民主

性”或“封建性”

直接的，在很多

的烙印，也应具有科学性、真实性以及艺术

性，既具有真理和谬误、美和丑的差异。这两方面的结合，由

于种种条件的影响，又并非到处都是简单的、

具体对象上，民主性的不必就是真理或美，封建性的也不必都

是谬误或丑。因此，我们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不能红纱

障目，用前者去包括后者或排斥后者。

可是，多年来，

和“封建性”成

教条主义在人们头脑里作怪，对于文化遗

产，庸俗社会学的看法常占上风，“民主性”

了决定爱憎、判明取舍的简便法宝。而在封建文化中，能够发

生成长并流传下来的真正民主性果实，着实少得可怜；于是以灿

烂辉煌著称的中华民族文化宝藏中，可供吸收的精华也就寥寥

无几，我们的古代文化介绍和研究工作，只好以贫乏而苍白的

面貌在勉力维持。

就在这些贫乏而苍白的工作中，更有一部分只是假借“民

主性”的名义来进行的；其实所表彰的却是遗产的科学性、真

实性、艺术性等成分。譬如推荐历代官修史书和某些史料笔记，

就属于这一类。说者宣称它们记录有真实史迹，可以窥见历史

上的劳动人民反抗斗争，所以是“民主性的精华”等等。这大

概叫做从 是 很 少

“民主性”可言的。老实说来，这一类遗产，其真正价值，并

不在于它们根本没有或很少具备的什么“民主性”，而只在于

它们或多或少包含着的真实性，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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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在实施中造成了许多无法克服的困

中，我们还曾以“反面教员”的名义，披露过另一些遗产。因

为在这类文化中，实在无法窥出什么“民主性”来，倒的确包

含着某种科学性、真实性或艺术性的东西，为建设无产阶级文

化所需要，所以给了它一个“反面教员”的名字。这种“醉死

不认这壶酒钱”的做法，是没有多少意义好说的。对我们有意

义的倒是，这一类工作的实践，正好证明了科学性、真实性和

艺术性应该列为精华的标准，证明了这类工作所企图回避之点

本是不可回避的。

人类不会抛弃历史上已经获得的真理。每一个人乃至每一

代人，不可能事必躬亲，去把整个人类生活历程重新实践一

遍；总是尽可能地接受前人和他人的正确认识，以减少自己

的局限。这原是人为万物之灵的重大标志之一。否则，人类必

将把自己弄到等于动物甚至不如动物的地步。

当然，世界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人。即使提倡“绝圣弃智”的

老庄，事实上还是接受了若干前人和他人的“圣”、“智”。原

因在于人们离不开社会，而社会中充满了前人和他人的智慧。但

是，“绝圣弃智”以及不甘承认异已学说的真理之类的理论，则

是的的确确存在过并且存在着的。虽说这种理论甚至对其主人

都不能充分生效；但是对于信奉者，却并非效应全无。它可以

使人因人废言，因“封建性”而抛弃真理性，以及诸如此类。

这样的理论，当然是要不得的。

有一个时期，

”难而使人苦脑，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被称做“抽象继承法

的办法，试图来补苴罅漏。没想到治丝益棼，遗产的理论因之

更加混乱。因为发明者信从通行的说法，认为文化遗产或是

“民主性”的；或是“封建性”的；只能继承“民主性的精



所以此论一出，议者蜂

象，自难免于形而上论具体和抽

华”，不能继承“封建性的糟粕”。所不同的只是，发明者把

“民主性”“封建性”落实为文化遗产（哲学命题）的“具体意

义”，要求在某些不容继承的“封建性”的具体意义中悟出可

供继承的“抽象意义”来。例如，“子曰：学而时习之”，据

说其具体意义是叫人学习诗书礼乐，这是“封建性糟粕”；但

其中隐藏着学和习的关系，它是迄今仍然正确的抽象意义；如

此等等。可以看出，这样来谈

学之讥；它所谓的“抽象意义”，实在不过是该一命题本意所

在的真理颗粒；至于“诗书礼乐”这个具体意义，倒是论者囿

于阶级分析之类的论调而生加上去的。

起，指斥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因为它是在传统说法中去反对

传统，在缜密思维下有许多不缜密之故。其实，只要如实地承

认“学而时习之”之类遗产道出了某些真理，在“民主性”之

旁给精华并列一个“真理性”或“科学性”、“艺术性”的标

准，不拘守于一格，求真知于多方，事情就轻松愉快而且恰如

其分地解决了。

人类认识本是一条无尽的绝对真理的长河，它不拒细流，

包容一切相对真理。因此，使任何具有真理性的文化都汇入这

条长河，使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个人精神财富变为人类的财

富，即自觉地、主动地、无私地吸取一切具有科学性、真实性

和艺术性的成果，以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这便是我们的任务。

列宁在回答“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

万人的心灵”时候说过，那是因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

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

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

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



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

需要稍加解释的

《青年团的任务》）这两个“凡是”，连同开篇所引的那两

个“只有”，正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指针。

一点只是，列宁这里所说的“批判”，并非我们前些年风行一

时的那种“批判”，它不仅绝不意味着打倒，也不限于政治上

划界，而主要是指用工人运动的实践去检验过去的成果；这种

意义的“批判”，就是我们常说的“批判继承”中的批判。

在文化问题上，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恩格斯有言：“没

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尝的。”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７日《致尼·弗·丹尼尔逊》）我们既已经历了

灾难，我们必将得到补偿。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３日）（原载《人民日报



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

一答《人民日报》读者问

问：请您谈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

史》一书的工作概况，谈谈研究文化史的意义何在？

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的种种出版物中，有一部部头

最大的书，从史前谈到目前，从西方说到东方，涉及人类生活

的各个方面，洋洋洒洒，图文兼备，６卷１３大册，近７，０００个页

码有英法两种文本，它叫做：《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

这部书酝酿于五十年代，１９６３年开始出第一卷，１９７６年最后出

齐；是为第一版。

我国没有参加第一版的工作。第一版出书后，第三世界和

日本、苏联等国学者纷纷提出意见，认为书中有欧洲中心主义

影响，未能认真顾及东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作用，要求

重写一部真正符合人类发展真相的新书。

１９８０年，教科文组织为此组成该书新的编委会，由我国和

其他二十六国各出一名代表参加。编委们以各自方便的形式，

在国内联系一批学者，参与全书的编写、审定工作。我国于今

年５月聘请１９位知名学者，成立了《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中

国编委会。

文化史在中国，并非陌生学科。五四运动以后，我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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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前的

学者曾陆续撰写、翻译有文化学、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上百部。

仅以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１９３６年间主编的一部《中国文化史丛

书》而论，即包括各种专题文化史书５０种；一时之间，蔚成风

气。抗战期间，延安还创办有《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同志

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它的创刊号上首先问世的。

遗憾的是，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里，除去１９７９年湖南出

了一本《中国文化史要论》（蔡尚思著）外，竟无任何其他文

化学与文化史的著作出版。全国数以百计的文史性大小研究机

构中，挂有文化史字样的，据说只有两个。这种贫乏荒芜的现

象，同我们这个拥有优秀文化传统而又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

的大国的状况，怎么说也是不够相称的。

发生这种现象，可能带有某种必然性。因为，

种种文化学、文化史著作，许多是以文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

１９４９年后，唯物史观成为历史学者的指导思想，人们很自然地把

注意力首先集中到社会物质生活和阶级斗争方面，努力发掘构

成历史本质而恰恰为前人忽视了的东西。于是乎，各个时代的

文化部分，在历史著作中往往被挤到最后而草草一笔，或者连

一笔的地位也得不到了。

我们急切盼望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早早结束。要知道，文

化，它是每一社会的社会发展象征，是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所

在，是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格表现。广义上的文化，不仅限于文、

艺、教、科等具体的社会意识形式，而且包容了人类从野到

文、从文之较浅到文之较深的全部进化活动（当然，它是从整

体意义上来看待这种进化的，这便使它同各个具体学科区别开

来）。文化作为人类的进化活动，日新月异；但同时它又具有

巨大的稳定性，形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传统力量，给社会发



破，许多成就常让一些最大胆的估计变得保守，

展造成种种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

中华文化是世界少数古老文化之一，西方学者曾用“半个

世界”来称赞它的影响和价值。１９４９年以来，文化史方面的新

资料大量涌现，许多结论在凝固起来以前便被更新的发现所打

许多贡献更使

不少世界历史性的纪录瞠乎其后。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学者们

去进行研究；而最能了解中华文化价值，最能给予科学说明，

最有发言权的，当然还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己。

愿我们拿出足够的注意和力量来，为宣扬中华文化，为继

承中华文化，为发展中华文化，也就是说，为了振兴中华，建

设社会主义文明，来关心一下中华文化史的研究工作。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６日）



需要注意文化史的研究

一个社会，可以划分为经济部分、政治部分和文化部分；

一个国家，有它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面貌；一个民

族，少不了经济生活、政治关系和文化传统；甚而至于一个家

庭和一个个人，也有它的经济来源、政治地位和文化状况。这

是日日可见的普普通通的事实。

军事，是一切社三者之中，政治，特别是它的尖锐表现

会、国家和民族的稳定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平凡生活中的不

平凡标志，因而往往吸引住人们的视线，成为历史记述的中

心。封建时代的大部分历史著作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一部分历史

著作，把政治史、军事史及其有关人物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

位，就是只看到历史上最耀眼的现象的缘故。

唯物史观指出了经济的决定作用，指出了政治、文化不过

是矗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于是，一些先进的、认真

的史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开拓出不

少前人视而不见的新领域，使历史学第一次变成有规律可言的

科学，成绩是空前的。

但是，应该承认，当我们用唯物史观去战胜政治史观，用前

人史料去重新叙说历史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局限于经

济和政治两个领域，而对于鼎足而立的文化领域，则缺少应有



例如，民族战争，除了企图或反抗经济掠夺

的重视。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在分析一项政、策一次战争、一场

政治运动乃至一个学派的兴起和衰亡时，常常只提经济背景和

政治背景，绝少谈到文化背景，大有一谈文化便落入唯心陷井的

隐忧。其实历史事实并不那样简单，唯物史观也并非如此片面。

，政治奴役外，

或用道教相号召，或用巫术打掩护，

民族心理因素起着什么作用，又是如何表现的，便很值得注

意。变法运动，除了经济动因和政治目的外，孕育于什么样的

文化背景之下和发动者的文化素养，常给不同的变法带来不同

的面貌。同是农民战争，

或用洋教作旗帜，其对于革命的兴衰胜败，绝不仅是可以忽视

不计的偶然因素，也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简单外衣。西晋亡于

清谈，隋唐勃兴佛学，宋明理学独步，清季朴学昂扬，都不

是政治、经济可以径直说清的。小而至于一项技术发明，也是

如此：我国古代瓷器制造技术十分发达，但同是只需控制窑内

温度和氧还原时间便能奏效的玻璃制造技术则比较落后，二者

的高下，难道与儒家的“温柔敦厚”和道家的“韬光晦迹”之

类教义无关么？而玻璃技术的不发达，进而又影响了光学的无

成就，当然也是事实。须知，玻璃制品在越王剑上已有发现了。

必须强调的是，注意文化因素不等于文化史观。资产阶级

学者提倡过文化史观，他们把文化说成是人类历史中起决定作

用的要素，用文明的划分来混淆社会形态和国家的实质，那是

不足为训的。现在西方一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

又在用文化一词来概括人类的全部活动，把文化定义为生活方

式；在研究历史时，主张抛弃“经济”、“艺术”、“宗教”、

“巫术”这样一些历史科学的范畴，自描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

各种生活现象，提倡致力于叙说单个社会的文化上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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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本正经地发问道：“一所中世纪的大教堂，把它划为

‘宗教’的例证好呢？还是划为‘艺术’的或‘经济’的例证

好？”在他们看来，教堂就是教堂，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个场所，如此而已。这种只要描述、不要评价，只要现象、

不要规律，只要个性、不要共性，只要社会风貌、不要历史发

展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是不足取的。

唯物史观是研究社会和历史的真正科学观点和方法。它捉

住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也不忽视派生的方面；它重视研究

单个社会的特殊性，也强调同类社会和各类社会的共同性；它

不拒绝描述具体现象，但这种具体已是经由思维掌握了的具体，

它相信只有“被理解了的那样的世界才是现实的世界”（《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第７５１页）。可以肯定，在这样的观

点指导下，在对历史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已经作了大量工作

的今天，一旦把眼光分向文化领域，我们一定能取得象文化本

身一样的五彩斑烂的成就。

（原载《文史哲》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中国文化的“再发现”

《北京晚报》记者薛涌同志答

上海人民出版社正筹划出版一套大型问：庞补先生，听说

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您作为这套丛书的编委和主要负责

编写这套丛书的缘起？人，能否向读者们介绍一

答：这得从１９８２年谈起，

譬如，我们把从１９１９

那年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与复旦大学《中国文化》研

究集刊编委会，在上海举行“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

我本人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担任一些工作，为准

备这个会，和一些同志收集了一些材料，

１９４９年，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９年这两个３０年中我国大陆关于文

化、文化史、文化学的研究状况作了一个简单的统计，统计结

果出来后，吓了我们一跳：在头一个３０年，出版的有关文化、

文化史、文化学的著作有一二百种；而后一个３０年，仅仅出版

了一种，就是１９７９年出版的蔡尚思先生的

幸亏我们统计到１９７９年，若少统计一年，结果便是零。

字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它多少也反映了一定的状况。

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虽然当时没有正

式提出要这样一套书，但已感到了“迫切需要”。

。你们写这部书，有什么具勤同

薛：我看了看你们计划编写的书目，有一本就是您和李学

志合著的《中国文化再发现》

《中国文化史要略》。

当然数

因 此 ，



究。

体的动机吗？

答：这本书本来是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我们之所以

要写，就是因为国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基本停留在３０年代的水

平上。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事情，宣传得不够，人家了解得不够。有

很多新的考古发现，往往能够改变人们的一些传统见解。我

们想用１９４９年后的新材料、新观点、新的领域，对中国文化来

一个“再发现”。这不仅是我们写某一本书的想法，也是我们

编这一整套丛书的想法。我们的计划是，每年出十本，十年内

出齐，第一本《中国彩陶史》，估计今年８月就可以出版。

问：出版这样一套大型的文化史丛书，不是哪一个人忽发

奇想就能解决问题的，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学术水平、学术潮

流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现在，我们面临着３０年的学术空白，要

完成这样一套丛书，恐怕得首先转变我们过去那种学术态度、

学术倾向、学术潮流。您认为，这种转变是否已经开始了呢？

我

答：我相信它正在开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

过去我们对文化史研究不重视？这里有个历史观的问题

们误解了唯物史观，我们过去那种历史观，只能说是经济史观

或政治史观。所以，尽管没有人说文化史不重要，但没有人去研

现在我们重新提出文化的问题，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就

我们

是因为文化是否定不了的。经过了３０年，大家又终于认识到了

这一问题的重要。所以你所问及的那个学术思潮的变动，是个

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大家没有在学术思想上的反省的话，

根本提不出这个问题。即使天外来个人提出这一问题，也不会

有人响应。

问：现在既然这个问题已经提出，那么就会带来进一步的

问题，这就是：面临着一个现代化的世界，我们必须作出一种



背景下，

通向２１世

与之相适应的选择，即中国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样一个

我们将用一种什么眼光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

纪的现代化道路中，我们能否站在一个比五四时代的

知识分子更高的高度来反省中国文化？或者说，对中国文化史

的研究，在荒废了３０年后，怎样达到比头一个３０年更高的水

平 ？

答：我想你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怎样解决中国

统文化和现代化的矛盾。

据我所知，在那些喜欢考虑问题的青年人中间，许多都是主

张全盘西化的。对此，我表示理解。传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

多麻烦，象特权、官僚、贪污腐化、低效率、夸大、空谈、以

及鲁迅所说的讨小老婆、抽鸦片烟等等。但是有一条我们应该

意识到：想要和传统彻底决裂，想彻底把它抛开，然后重建一

个全新的文化，这就好象是一个人想要超出他的皮肤，跑到皮

肤以外去一样，不管他怎样努力，是鼓足了一肚子气，还是吃

了一身肉，他到底还是在自己的皮肤里面。想和传统一刀两断，

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不大可能。不用说在有悠久的文明史的中

国，就是在日本，它的发展也没有超出自身的文化传统。

问：我想，我们不妨把人类的体验能力、认识能力分成两

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对于外部世界的，一个方向是对于人类自

身的。人类的认识水平，应该在这两个方向上平衡地发展，过

分地内倾，会导致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软弱无力，过分地外倾，

会导致人类的异化。

现在的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似乎已超出了对自身

的认识，这种“外倾”预示着某种危险，而一向被认为是“内

倾”的中国文化，也许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将起到一个平衡作



用。

答：这太重要了。我可以举一个很小的、也是很普遍的例

子。我曾在美国住了二百天。我的房东，是一位老太太，一位

寡妇。她去银行取钱，本来可以通过计算机，很快把钱取出

来，可是她宁愿排很长的队，从出纳员手里把钱取走。她去超

级市场，可以不同任何人打交道，让机器人算帐，然后把东西

买走，可是她非要找服务员聊天⋯⋯从中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这在《大趋势》或《第三次浪潮》中好象也说过：人需要两方

面的关系，一方面是同物质世界的关系，一方面是同人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需要情感上、心灵上的交流。现在的工业化社

会，一个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另一个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少，

人越来越感到孤独。

问：这恐怕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哲学上对人类的挑战

吧？

答：当然。我们强调中国文化的意义，也是因为她对我们

迎接这一挑战有好处。因此，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在反省

我们的文化时，应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１９８５年６月８日）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断想

答《未定稿》记者张耒同志

一、否定之否定：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历程

问：仿佛最近一段时期内，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大有开展。

您能否向读者提供一点情况，并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答：的确，文化史的课题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了。记得在

１９８０年，我们曾做过一个粗略统计：从１９１９到１９４９年的３０年里，

国内出版的有关文化学和文化史的著作，大概１７０多种；而从

１９４９到１９７９的３０年里，只出版过一种。固然，解放前的那些著

作，有许多是文化史观的，它们以文化演进为历史变化的根本

原因，因而文化史的研究得到格外注意；但１９４９年后完

全忽视文化史，未免又走入了另一极端。说起来，这种

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具有某种必然性。文化史研

究上的冷漠，正是对文化史观的一种批判，也是对唯物

史观的一种赞同；尽管这种“批判”和这种“赞同”都带

着偏激情绪，但总的说来，整个史学研究，正是这样前进了。

目前，文化史研究又重新得到重视。北京、上海两地，率

先出版《中国文化》集刊，着手编纂大部头的《中国文化史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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